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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际关系与外交·

威胁还是福气？

———对 3 ～ 7 世纪萨珊波斯与罗马帝国关系的考察*

〔德〕 亨宁·伯尔姆 龙 沛 译**

  内容提要 萨珊波斯帝国与罗马 - 拜占庭帝国是古代晚期世界的主导

性力量， 两大帝国之间的交往模式具有冲突与兼容并存的特点。 然而， 公

元 5 世纪罗马与波斯之间的和平态势与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双方的剧烈冲突相

比更值得我们反思并进行深度的考察。 在 3 ～ 7 世纪罗马与波斯关系的演进

中， 我们往往忽略了双方国内权力格局与统治理念的变迁， 而后者才是形

塑罗马与波斯对外战略的真正主导因素。 从 3 世纪的 “士兵皇帝” 时代到

5 ～ 6 世纪的 “宫廷皇帝” 时代， 罗马 - 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战略和军功观念

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和变迁， 而萨珊帝国内部贵族派系也不断因为波斯在中

亚和东地中海两个战略方位上的周期性转换而轮番上台。 萨珊帝国固然具

备威胁罗马 - 拜占庭帝国在东方统治的现实能力， 但在和平时期也能与罗

马 - 拜占庭帝国共同承担起防御欧亚大草原和阿拉伯游牧民入侵的安全责

任。 6 世纪罗马 - 波斯和平的破裂具有偶然性， 而萨珊帝国内部权力格局的

变化以及波斯对现成国际体系的不满和挑战是 6 世纪后期罗马 - 波斯战争重

启并不断升级乃至最终走向失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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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还是福气？

关键词 萨珊波斯帝国 罗马 - 拜占庭帝国 军功观念 权力格局

引 言

在公元 5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已经一个世纪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的罗马帝

国 （此时为东罗马帝国） 和萨珊波斯帝国再次处在战争的边缘。 当时近东地

区爆发了大规模旱灾并导致了严重的作物歉收， 饥荒席卷了整个美索不达米

亚的阿拉伯游牧部落。 后者为谋生在公元 484 年后的某段时间内对罗马和波斯

边境展开了大规模劫掠。 萨珊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人越境袭掠罗马帝国边境，
而罗马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人也越境袭击波斯。 当时除了旱灾之外， 时任 （东）
罗马帝国皇帝芝诺 （Zeno， 474 ～ 491 年） 还必须对付由军事长官 （magistri
militum） 弗拉维乌斯·伊鲁斯 （Flavius Illus，？ ～ 488 年） 在帝国东部掀起的

叛乱以及由伊鲁斯扶植并僭位称帝的利昂提乌斯 （Leontius，？ ～ 488 年）， 因此

给了这些东方边境的阿拉伯袭掠者以可乘之机。 可即使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

况下， 芝诺仍然在东方边境集结起一支大军， 以威慑萨珊帝国将展开一场报

复性战争。
按照以往的逻辑， 波斯人由于难以容忍这样规模的一支罗马军队的入

侵， 两大强权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但结果却是战争并未因此

爆发。 萨珊帝国在尼西比斯 （ Nisibis） 的总督 （ marzbān①） 表示一定会严

惩这些来自塔伊部落 （Tayii） 的阿拉伯人， 并让他们归还在罗马劫掠的财

物和俘虏。 相应地， 尼西比斯的总督要求罗马人治下的阿拉伯人归还从波

斯掠得的牲畜和被俘人员， 其他财物则由罗马和波斯双方平分。 当时尼西

比斯的主教巴尔扫马 （ Barsauma） 在他的书信中详细记述了此事， 并进一

步叙述了尼西比斯的总督按照当时波斯君主巴拉什 （ Valash， 484 ～ 488 年）
的旨意热情接待了罗马帝国美索不达米亚的总督 （Dux Mesopotamiae②）。 尽

管双方随后因为波斯辖下的 400 名塔伊部落骑兵再次袭击罗马边境村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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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arz” 在波斯语中意为 “边界”， “ marzbān” 即守卫边界的人， 该称谓在古代晚期被波

斯、 亚美尼亚以及中亚诸王朝频繁使用， 尤其指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也可译为 “边

防使” 或 “节度使”。 ———译者注

此时罗马帝国的 “美索不达米亚行省” 位于两河流域北部， 治所在 Amida （今土耳其迪亚巴

克尔）， 在东南方向正对萨珊波斯帝国边境重镇尼西比斯 （今土耳其努赛宾）。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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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执， 但之前双方达成的共识并未受到根本影响。
一方面， 这封书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罗马波斯边境的一个小插曲以及

罗马波斯双方可以如何迅速地诉诸武力威胁以增加己方的博弈筹码。 如果

巴尔扫马的记载可信的话， 在公元 485 年左右罗马一方确实表现出了明显的

进攻态势， 并且显然不愿意对波斯做出任何让步。 考虑到当时的巴尔扫马

正急于得到波斯新王巴拉什的赏识， 他的记载很难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
但是后来的叙利亚编年史家约书亚·斯提利特 （Joshua Stylite） 的记载证明

了巴尔扫马记载的可信。① 根据斯提利特的编年史记载， 在 484 年波斯王卑

路斯一世 （Peroz I， 459 ～ 484 年） 战死之后， 尽管芝诺自己也面临着国内

各种叛乱， 但仍然采取了一些挖波斯新王巴拉什墙脚的手段， 以利用当时

波斯在东方新败于嚈哒人 （ Hephthalites） 后国内衰落的态势。 当时芝诺趁

波斯亚美尼亚 （Persarmenia②） 爆发叛乱之机向波斯君主提出了以下强硬要

求： 归还尼西比斯以及其他在公元 363 年后被当时的约维安皇帝 （ Jovian，
363 ～ 364 年） 割让的城市。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从巴尔扫马的记述中发现， 罗马与波斯之间这样

的冲突在 5 世纪完全能够得到和平的解决。 诚然， 两大帝国为了自己的地位

和利益随时做好了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准备。 双方使冲突降级并化解的

努力并非因为 “热爱和平”， 而是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两大帝国之间爆发

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与风险。 公元 485 年的事件揭示出： 即使罗马

与波斯双方均处于国内困难时期， 仍然有可能争取有效手段来缓和冲突、
在保存双方地位的情况下控制紧张局势乃至避免战争。 否则我们便无法解

释， 自公元 377 年瓦伦斯皇帝 （Valens） 和波斯媾和③以来双方维持了长达

125 年的和平， 且其间仅有 4 年爆发过短暂冲突。 而公元 422 ～ 502 年，
罗马波斯双方的和平态势几乎未被打断。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数十年地中

海世界发生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如罗马帝国西部在 476 年的崩

27

①

②

③

The 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 translated with note and introduction by F. F. Trombley
and J. W. Watt，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ⅩⅩⅢ， 2000.
公元 384 ～ 387 年， 罗马帝国和萨珊帝国在经过多次互派使者协商后， 将原亚美尼亚王国正

式瓜分为两部分： 西部 1 / 5 的亚美尼亚领土归罗马， 即 “罗马亚美尼亚”， 由罗马帝国总

督治理； 东部 4 / 5 的亚美尼亚领土归波斯， 即 “波斯亚美尼亚”， 起初仍保留原亚美尼亚

安息王室作为附庸， 公元 428 年后由萨珊帝国派总督直接治理。 ———译者注

原文作 “foedus”， 拉丁语 “条约， 协定” 之意。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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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以及东部帝国在渡过 5 世纪危机后于阿纳斯塔修斯皇帝 （ Anastasius，
491 ～ 518 年） 时期的巩固， 我们便会发现这一时期罗马与波斯之间保持

长期和平局面的难能可贵。 接下来， 笔者会考察萨珊帝国在这些戏剧性历

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首先有必要对罗马与波斯 “5 世纪和平” 之前

双方长达 160 年的紧张军事对抗关系进行简要的回顾。 而只有考察之前罗

马与波斯之间的冲突关系， 才能进一步解释双方在 5 世纪为何能够实现长

期和平。

一
 
公元 3 ～ 4 世纪： “士兵皇帝” （Soldier Emperors）

时代的罗马与波斯关系

  一个学界长期认为的观点是： 公元 3 世纪萨珊帝国的兴起对罗马帝国造

成了诸多严重后果。 毋庸置疑， 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卷入了与波斯之间一系

列代价巨大的军事冲突。 鉴于此，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晚期罗马帝国由于

来自欧洲和亚洲两个方位的持续威胁而陷入所谓的 “战略困境 （ Strategic
Dilemma）”， 其战略选择的余地相比之前 （即帝国盛期） 大幅缩小。 近年

来，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彼得·希瑟 （ Peter Heather）① 最为突出。 希瑟的

观点强调： 随着公元 224 年后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 （即帕提亚帝国） 并

把伊朗变成一个超级强权 （superpower）， 由此成为加剧罗马帝国 “3 世纪危

机” 众多因素中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剧变 （ geopolitical caesura）。 而随着双方

之间大规模冲突的逐渐平息， 萨珊帝国的存在仍然迫使罗马帝国忽视对西

部的防御， 因为保全富庶的东方行省对帝国的生存至关重要。 希瑟强调波

斯在东方的威胁几乎牵制了罗马人的全部力量， 这样便能解释罗马帝国在 4
世纪末至 5 世纪被匈人驱赶下处于大迁徙中的蛮族压垮以及西部帝国在蛮族

进攻中的最终沦陷。
尽管希瑟关于萨珊帝国是 （西） 罗马帝国覆灭的主要罪魁祸首的理论

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我们仍然不免会觉得有失偏颇。 的确， 萨珊帝国在阿

达希尔一世 （Ardashir I， 224 ～ 240 年） 和沙普尔一世 （Shapur I， 240 ～ 270

37

① 彼得·希瑟是著名古代晚期研究学者， 尤其专注晚期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的关系， 其代表

作参见 Peter Heather， Goths and Romans， 332 - 489， Ox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eter Heather， The Goth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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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时期对罗马帝国采取了极富侵略性的政策以稳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
这两位君主在他们的征战中绝不满足于敉平亚美尼亚和哈特拉 （ Hatra） 的

叛乱和抵抗， 而其长期战略目的是将罗马人逐出整个两河流域。 但是， 如

果我们不假思索便认为萨珊帝国在军事实力上比其前任 （即安息帝国） 大

幅加强， 我们便可能陷入对这个新王朝先入为主的判断。 但事实确实告诉

我们， 萨珊帝国对罗马造成的威胁的确比安息 / 帕提亚时期更大。 不仅如

此， 希瑟的理论还进一步暗示晚期罗马帝国的军队在组织上比元首制时期

（Principate） 更加高效， 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抵御更加强大的外部威胁。 尽

管这一时期军队①的规模确实扩大了， 但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认为这一时期的

帝国军队比一个世纪之前更高效。 显然， 到公元 260 年后， 重组罗马帝国军

队的必要性越来越迫切， 但重组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核心的因素

是， 罗马帝国对新形势下战略态势的适应需求导致了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以

边防军 （limitanei） 的组织形式强化对帝国与蛮族接壤的漫长边疆线的控制

和警戒， 从而有效击退像前文提及的塔伊部落这样的袭掠者。 因此， 从某

种意义上讲， 晚期罗马帝国的这些军事改革与帝国内外政治局势之间的联

系远比通常想象的要复杂。 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 我们便会发现晚期罗马

帝国的军事效率并没有显著增强， 而萨珊帝国也并没有被明显削弱。 那么

我们如何能解释在经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皇帝的改革之后， 罗马帝国和

它在半个世纪之前相比， 其抵抗外敌的能力却得到显著的提高呢？
在笔者看来，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从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中

寻找原因。 罗马帝国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上的相互交织和影响机制历来被学

界所公认， 而 3 世纪后大型日耳曼部落联盟的兴起从外部环境上加强了帝国

内外事务关系的复杂性。 尽管这一时期帝国边疆压力大幅加大， 我们仍然

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罗马帝国最晚自普罗布斯皇帝 （ Probus， 276 ～ 282 年）
之后对外敌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是由于帝国行政改革稳定国内局势后能

够支配更多军团应对边疆战事带来的后果。 但罗马军队在帝国没有被内战

削弱的情况下往往能够更有效应地对外敌的事实表明， 晚期罗马帝国 “战

略困境” 的实际程度不应该被过分高估。 笔者在此无意反驳萨珊帝国的确

可以对罗马帝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事实———这在将萨珊帝国和那些即使在近

47

① 原文作 “exercitus”， 即拉丁语 “军队” 之意。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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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也难以抵抗一支组织良好的罗马军队的日耳曼部落联盟相比时更是如

此。 而从长时段来看， 波斯帝国是唯一可以匹敌罗马帝国军事实力的强大

邻居。 但是仅从公元 3 世纪双方的交战情况来看， 很难说明在这些战争中萨

珊帝国一方是否为明确的进攻方并由此夺取了罗马皇帝们的战争主动权。
换言之， 我们仍然难以说明在萨珊帝国取代安息之后， 罗马与波斯双方的

冲突关系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 与罗马方面的记载相反， 很多学者认为阿

达希尔一世从未明确声明要恢复波斯在西部 （属于罗马的） 的阿契美尼德

王朝旧疆 （Achaemenid territories）， 也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他的继承者沙普尔

一世有把波斯领土扩展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的野心。 在沙普尔一世的纪

功铭文 （Res gestae Divi Saporis） 中， 沙普尔指出 （尽管是含糊地） 双方开

战的原因是罗马一方首先撕毁条约。 我们由此很容易发现萨珊君主的 “阿

契美尼德声明” 与其和罗马开战动机的真实性是不相符的， 但我们绝不应

该将这种可能性排除在外。 尽管我们手上关于 3 世纪的史料之稀缺不足以还

原历史真实并将战争借口从真正原因中剥离出来， 但罗马与波斯的战争经

常爆发于罗马皇帝被大量其他紧急事务掣肘时期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成为

这些战争是波斯一方强加给罗马一方的证据。
恰恰相反， 对于塞维鲁·亚历山大 （Alexander Severus， 222 ～ 235 年）、

戈尔迪安三世 （Gordian Ⅲ， 238 ～ 244 年）、 瓦勒良 （Valerian， 253 ～ 260 年）
和卡鲁斯 （Carus， 282 ～ 283 年） 这些国内政权基础非常脆弱的皇帝而言， 一

场对波斯人的辉煌胜利带来的诱惑足以使他们忽略帝国其他边境乃至主动打

破和萨珊波斯的和约发动战争。 因为一场成功的对波斯人的战争———尤其是

如果能攻陷其首都泰西封 （Ctesiphon）， 给他们带来的将是在罗马国内无与

伦比的优势地位， 这就不断诱使他们暂时将其他困难和事务置之脑后并主

动进攻萨珊帝国。 正是因为曾经为萨珊帝国作为罗马敌人的危险付出惨重

代价， 一场对波斯的胜利对这些罗马皇帝而言就显得更有吸引力。 比如年

轻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甚至以打开雅努斯 （Janus） 之门的方式公开庆祝其波

斯远征， 在此看来就绝不仅仅是巧合了。 而就笔者所能统计的范围来看，
凡是在与帕提亚和萨珊波斯战争中取胜过的罗马皇帝， 都不会遭遇被推翻

的厄运， 由此便能证明这种推测的合理性。 而罗马人每在东方遭遇一次战

败， 不仅再次取得大胜的可能性增加， 罗马帝国的公众舆论也会同时对皇

帝施压以对波斯复仇， 从而恢复帝国荣耀， 而罗马皇帝的 “模仿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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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 （ imitatio Alexandri）”① 在其中也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 那么罗马帝国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Septimius

Severus， 193 ～ 211 年） 皇帝以来在东方边境进行的所耗不菲的 （对波斯）
战争很可能为其后的皇帝树立了一个可供模仿的榜样———那就是不断重温

塞维鲁的 “ （最成功幸运的）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 （expeditio felicissima Meso-
potamena）。 而这些战争不过是塞维鲁时代以来帝国皇权进入快速动荡期的

附带产物。 我们很难想象波斯君主们会有计划地利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段

来对罗马发动针对性战争。 更可能的情况是， 对于塞维鲁王朝以来的弱势

罗马皇帝们来说， 允许与波斯发生冲突乃至升级为东方战争是他们改善其

在国内脆弱处境的有效手段。 在之前的历史时期， 罗马皇帝们可以通过一

场华丽的但非军事化的自我展示仪式 （ non-military self-representation） 来强

化自己的统治， 比如哈德良皇帝 （Hadrian， 117 ～ 138 年）。 而 3 世纪的亚历

山大·塞维鲁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可能也曾经寄望于通过这种手段来维持统

治， 但公元 235 年后的帝国形势使非军事手段再也不适合作为 “皇权维稳”
的长期战略保障了。 同样， 对于后来的 “ 波斯征服者 （ Persicus Maxi-
mus）” ———戴克里先时期的东帝加莱里乌斯 （ Galerius， 293 ～ 311 年）、 君

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 （Constantius Ⅱ， 337 ～ 361 年）、 尤里安皇帝 （Julian，
361 ～ 363 年） 和瓦伦斯皇帝 （364 ～ 378 年） 而言， 哈德良时期的非军事展

示手段是否还有效用仍待商榷 （cum grano salis）， 其原因还是 4 世纪时帝国

的皇权交替仍然极不稳定。 不仅如此， 甚至君士坦丁大帝 （ Constantine the
Great， 306 ～ 337 年） 临终前计划、 最终流产的波斯远征 （expeditio Persica）
也可说明问题，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奥古斯都 （Augustus） 可以用波斯战争的

胜利来为自己的皇位保驾护航。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便可证明， 在公元 3 ～ 4 世纪由 “士兵皇帝” 进行

的一系列波斯战争不应该由萨珊帝国或所谓的 “萨珊革命 （Sasanian revolu-
tion）” 来顶替。 当然， 把这些冲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罗马一方也是有失公

允的。 对于像沙普尔一世、 沙普尔二世 （Shapur Ⅱ， 309 ～ 379 年） 这样自

信的波斯君主来说， 他们显然不是罗马 - 波斯战争被动的承受者， 而是显

67

① 关于罗马人的 “模仿亚历山大情结”， 可参见 Glenn Barnett， Emulating Alexander： How Alexan-
der the Great’s Legacy Fuelled Roman’s Wars with Persia， Pen & Sword Military， 2017， pp. 24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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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惧与罗马进行全面战争的具备自主行动力的角色 （行为体）。 萨珊王朝

前期诸王无疑有着强烈的展示自己军事能力和领导力的雄心， 而罗马皇帝

们对荣耀的渴望也绝不是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 但是通过这样的反

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在 5 世纪时那一反常态而令人

瞩目的和平关系。

二
 
公元 5 世纪的罗马与波斯关系： 宫廷式皇帝

与边疆劫掠者的视角

  公元 378 年后罗马与波斯之间军事对抗态势的消退往往被认为是两大帝

国自 4 世纪晚期起都被迫全力专注于其他边疆事务， 从而将他们的 “永恒

宿敌”① 排除在政治考量之外造成的结果。 而詹姆斯·霍华德 - 约翰逊

（James Howard-Johnson）② 也在近年来指出， 公元 4 世纪 50 年代匈尼特人③

的出现使得当时两大帝国都陷入了由匈人系游牧民族威胁导致的战略困境。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 但其解释力是否充分呢？ 毋庸置疑， 罗马与波斯双

方在公元 5 世纪有足够的理由避免与对方爆发战争， 因为两大帝国都面临其

他方位的威胁。 然而我们知道， 对于罗马人而言， 公元 3 ～ 4 世纪的帝国战

略态势和 5 世纪相比同样脆弱而危机四伏， 那么为什么在 3 ～ 4 世纪双方屡

开战端而在 5 世纪就保持和平呢？

1. 罗马 - 拜占庭皇帝军功观念的变迁

在笔者看来， 罗马波斯君主关系的质变才是理解双方在 3 ～ 4 世纪的频

繁交战后进入 “5 世纪和平” 的关键。 一方面， 萨珊帝国自巴赫兰五世起

（Vahram Ⅴ， 421 ～ 439 年） 就把帝国主要精力投入波斯东部边疆 （即中亚

77

①

②

③

将罗马与波斯的关系称为 “永恒宿敌” （eternal feud） 的说法最早来自 19 世纪著名罗马史学

家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e Mommsen）。 ———译者注

詹姆斯·霍泽德 - 约翰逊为著名古代晚期研究学者， 牛津大学拜占庭史教授， 其代表成果

参见 “The Two Great Powers in Late Antiquity： A Comparison，” in Averil Cameron eds. ， The
Byzantine and Early Islamic Near East， Vol. 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57 - 226。
匈尼特人 （Chionites） 是 4 世纪中叶在中亚和萨珊帝国东北边境出现的新兴游牧民族， 与威

胁罗马帝国的 “Huns” 即 “匈人” 其实是不同的内亚游牧集团， 国内学者也将其译为 “西

奥尼泰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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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达数十年之久。 而自耶兹底格德二世 （ Yazdgird Ⅱ， 439 ～ 457 年）
时期起， 萨珊君主的传统称号 “王中之王 （ Shāhan Shāh）” 和 “马兹达信

仰的保卫者 （Kē Chihr as Yazdān）” 开始从铸币中消失。 而此时的萨珊君主

越来越多地以 “凯扬 （Kay）” 称号来标榜自己是古代伊朗神话中与中亚的

游牧民图兰人 （Tūrān） 作战的凯扬王朝诸王 （Kaianids） 的继承者。 另一方

面， 罗马帝国至狄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Ⅰ， 379 ～ 395 年） 时， 3 ～ 4 世纪漫

长的 “士兵皇帝” 时代也宣告结束， 并开始进入所谓的 “宫廷皇帝 （Palace
Emperors）” 时代。 而罗马帝国皇帝由 “士兵皇帝” 向常驻首都的 “宫廷皇

帝” 的转变所带来的对罗马与波斯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略。
在罗马帝国的前 4 个世纪， 如果一个元首 （ Princeps） 想要证明自己的

赫赫战功， 必须亲临战阵， 与士兵同袍奋战。 只有皇帝亲临前线指挥并参

与战斗， 才能获得最伟大的军事荣耀并举行凯旋式。 也许从理论上讲他根

本没有必要亲征， 而且这样做会有战死或战败被俘的危险， 所以说这种行

为很可能是鲁莽的。 比如， 公元 1 世纪的克劳迪 （Claudius， 41 ～ 54 年） 皇

帝为了使自己征服不列颠的荣誉坐实 （并非他亲征）， 不得不在战后亲自到

不列颠去 “旅行” 几天。 而到了公元 400 年后， 罗马帝国皇帝的军功观念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 5 世纪后的罗马 （拜占庭） 皇帝们仍然保留

了邀功的传统， 事实上 395 ～ 610 年所有的皇帝都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自

己任命的大政区军长 （magistri militum①）、 政区军长 （ comites②） 和行省军

长 （duces③） 而不再亲临 “视察” 边疆军队。 尽管这一时期的皇帝们仍然

可以庆祝军事胜利， 甚至比以往更频繁地庆祝， 但庆祝胜利的方式已经彻

底改变。 此时的 “凯旋者们” （Triumphator， 指罗马皇帝） 不再带领其胜利

队伍进行城市游行， 而是与士兵们保持距离， 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赛马场中

等待军队 “凯旋” （pompa triumphalis）。 罗马 - 拜占庭皇帝们再也不用亲临

前线就能用更加奢华的方式庆祝属于他们的每一次或真实或吹嘘的胜利了。

87

①
②

③

该词也可译为 “军事长官”。 ———译者注

该词为拉丁文 “comes” 的复数形式， 是晚期罗马帝国常用官职头衔， 其职位根据其负责的

具体军政事务而定， 也可译为 “伯爵长官”。 此处译法依照戴克里先改革后大政区、 政区、
行省三级军政分权结构推断而来， 后面的 “ duces” 同理。 需要注意的是， “ comes” 和

“dux” 的辖区往往与晚期罗马帝国各级行政区的疆界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而是根据临时

的军事需要而指定其管辖范围。 ———译者注

该词为拉丁文 “dux” 的复数形式， 也可译为 “公爵长官”。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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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 由于皇帝们不用再以实战统帅的身份就能轻松 “获取” 胜利，
因而曾经高风险、 有时对皇帝来说会招致灾难 （比如戈尔迪安三世、 瓦勒

良和尤里安的远征） 的 “波斯远征” 的吸引力迅速下降。
尽管如此， 要详细阐述罗马 - 拜占庭诸帝在军功观念上发生如此惊人

转变的具体过程仍然是困难的。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公元 3 ～ 4
世纪由军事统帅发起的皇权更迭现象在此后逐渐变成偶发事件。 直到公元

602 年为止， 没有一个僭位者能够成功推翻君士坦丁堡皇宫里的皇帝。 这

样一来， 如果处在战争中的军队不再需要帝王亲临 （ Kaisernähe） ， 那么罗

马皇帝们曾经的以沙场征战———尤其是对波斯取得一场亲征大胜来获取最

高荣耀的欲望就会逐渐让位于其他考量。 由于罗马皇帝不再需要通过远征

波斯、 洗劫泰西封来超过自己在国内的竞争对手并击败僭位者， 5 世纪后

躲在狄奥多西城墙里的、 有着王朝合法性加持和首都群众 （ plebs urbana）
拥戴的 “宫廷皇帝” ， 就有了更多时间思考以外交手段 （而非军事征伐）
来解决罗马与波斯的关系问题。 谈到这里， 有人或许会想到， 由于首都君

士坦丁堡成为皇帝的 “居所” ， 5 ～ 6 世纪的罗马 - 拜占庭皇帝们能否长时

间离开君士坦丁堡， 抑或一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爆发的军事叛变是否会对

皇位造成严重威胁呢？ 如果的确如此， 那么更可以证明对此时的皇帝们而

言， 讨伐波斯就更加不切实际了。 因为他必须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其他人

去进攻萨珊帝国， 而如果自己亲征会使自身处于险境 （因为远征波斯的军

事将领可能叛变乃至僭位， 从而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皇宫里的皇帝） 。 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 罗马 - 拜占庭皇帝们越发不愿意发动一场代价巨大且高风

险的波斯战争， 而是尽可能维持和平并和波斯保持有限的合作 （ limited
cooperation） 。

2. 边疆袭掠者对罗马与波斯关系的形塑

在整个历史上， 复杂高级的文明国家与它们的邻居在财富和发展水平

上的巨大差距往往被证明是麻烦产生的根源， 而一个在经济上远比其邻居

发达的文明帝国无法欢迎那些从帝国边境入侵的劫掠者。 而对于罗马和波

斯帝国而言， 令它们感到害怕的往往并非大规模正规部队的入侵， 而是那

些经常对帝国边境村庄进行烧杀抢掠后全身而退的游牧民， 正如巴尔扫马

所记载的那样。 长久以来， 罗马帝国在其西部的莱茵河—多瑙河边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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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略： 第一， 以少量军队长期驻守边界 （ limites①） 以监视当地物资运

输并击退小股无组织的入侵者， 至古代晚期 （Late Antiquity） 则更加依赖小

型设防要塞体系； 第二， 通过威吓与报复手段慑止外敌入侵。 罗马帝国从

奥古斯都到瓦伦提尼安二世 （ Valentinian Ⅱ， 375 ～ 392 年） 不断派军队越

过边界征讨蛮族聚居地 （ barbaricum）， 并沿途扫荡一切， 以此明确传达帝

国不但有能力保卫其漫长的边界不受小规模劫掠者的侵扰， 更能够通过严

厉的军事惩罚使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不敢再次犯境； 第三， 罗马人似乎

从很早就开始对边界之外那些或多或少已经罗马化的蛮族酋长和部落首领

采取公关手段， 使后者成为帝国边疆的附庸国王 （ reges②） 甚至同盟者

（foederati， 即所谓的 “蛮盟”）， 而皇帝们便通过这些酋长稳住那些视财如命

的部落民。 这种政策同时也存在风险， 那就是附庸的 “蛮盟” 首领在罗马的

支持下势力会不断增长， 最终可能演变成罗马帝国的安全威胁。 事实上， 不

少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主动扶植是导致大型日耳曼部落联盟形成于罗马边疆

的重要因素。 尽管罗马作家的记载往往夸大了蛮族撕毁与罗马和约的频度，
但事实上日耳曼人往往比罗马人更珍视誓言与荣誉。 但由于莱茵河—多瑙河

边界之外蛮族世界的多元性和权力的分散性， 罗马帝国与某个日耳曼部落首

领达成协定往往不仅不会使敌对部落的首领顺势就范， 反而会让后者感到被

挑衅 （从而与罗马人为敌）。 即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盟友们自始至终遵守协

定， 也无法为帝国的莱茵河—多瑙河边疆省份提供充足的安全保障， 这是由

于帝国边界之外始终缺乏能够约束所有蛮族的统一霸权力量造成的。
与此相比， 罗马帝国在东部边疆的形势则要有利得多。 在这里， 罗马 -

拜占庭皇帝有一个强大而可靠的交涉对象———波斯的王中之王。 （与日耳曼部

落首领不同） 波斯君主不仅掌控着整个萨珊帝国， 还具备对波斯周边从高加

索山到也门地区众多附属国王、 民族和部落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能力。 因此，
和在欧洲、 北非地区相比， 罗马帝国在东方不需要和众多的政治行为体进

行交涉。 在东方， 罗马帝国统治者只需和萨珊帝国签订和平协定， 就能确

保其整个东方大区 （praefectura praetorio Orientis） 的安全。 因为波斯帝国可

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有效制止其辖下的阿拉伯部落民对罗马帝国的劫掠行

08

①
②

该词为拉丁文 “limes” 的复数形式， 意为边界。 ———译者注

该词为拉丁文 “rex” 的复数形式， 本义指国王。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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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或至少让罗马一方被掠财物得到归还）， 而本文开篇所提到的 484 ～ 485
年的事件便是对萨珊帝国管控罗马东方边境外部安全能力的最好诠释。 尽

管两大强权经常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为双方边界缓

冲区的各个族群提供了多样化的投机选择， 总体上我们仍能够看出罗马皇

帝与波斯君主在共同管控双方边界上具有共同利益。 由于两大帝国在叙利

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富庶省份分布在双方边境两侧， 因而这些省份的安全

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 波斯君主对罗马帝国来说既是危险的

敌人， 又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尤其是当波斯君主同意遵守和罗马帝国的

和约时。 这种互利关系甚至到公元 6 世纪时仍然发挥着作用： 在公元 532 年

《永久和平协定》 签订后， 查士丁尼皇帝 （Justinian Ⅰ， 527 ～ 565 年） 似乎

从东方边境撤走了全部的驻军。 因此， 从 6 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的举措中我们

仍然可以看到罗马 - 拜占庭皇帝们对波斯君主的信任。 不仅如此， 罗马 -
拜占庭皇帝们从波斯对高加索山诸关隘的控制中可能获利更多。 尽管近年

来有学者质疑罗马 - 拜占庭帝国从波斯承担阻挡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自高加

索山南下防务中所获得的安全红利， 但公元 395 年匈人自高加索山南下对小

亚细亚和叙利亚奥隆特河流域烧杀劫掠、 所过为墟的事实， 生动地证明了

游牧民自高加索山南下威胁罗马帝国的能力。 事实上， 罗马帝国和萨珊波

斯在 363 年后不久便可能达成了罗马皇帝资助波斯人防御高加索关隘的协

定。 由于高加索关隘防务常常与波斯要求罗马支付 “贡金” 相联系， 我们

很难确信罗马人自始至终履行约定付给波斯相关费用。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

是， 萨珊帝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能够阻止游牧民越过高加索山南下， 这

就不仅保障了萨珊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京畿地区的安全， 也同时保障了罗

马帝国东方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诸省的安全。
公元 395 年后， 罗马帝国西部陷入了持久的混乱和内战， 并伴随着帝国

外部蛮族的广泛参与。 而他们绝大部分是以蛮族盟友身份介入帝国事务之

中， 尽管其动机有时来自蛮族自身。 和公元 3 世纪一样， 帝国内部的冲突使

其没有足够的部队去守卫边境， 更重要的是使得对莱茵河—多瑙河边界之

外的蛮族进行惩罚性远征变得不再可能。 与此同时， 这些日耳曼 “蛮盟”
发现可以利用拉文那①当局的软弱来为自己谋利， 而西部帝国皇帝的腐败无

18

① 拉文那 （Ravenna） 为罗马帝国分治后西罗马帝国首都， 此处指代西罗马帝国政府。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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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终使其存在变得聊胜于无， 以至于最后被废黜， 而这些帝国的 “蛮盟”
代理人由此开始在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 因此， 随着正规日耳曼

“蛮盟” 部队在西罗马帝国境内数十年持续参与战争， 这些来自化外之地的蛮

族在没有遭到任何惩罚的情况下彻底摧毁了帝国的边疆省份并永久定居下来。
正如 6 世纪的圣徒传记作者欧格皮乌斯 （ Eugippius） 在其 《圣塞维鲁传》
（Vita Severini） 中记载的， 这些来自帝国外部的入侵者进一步对西部帝国的经

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更为重要的是， 蛮族的持续入侵严重动摇了帝国西部

民众对皇帝的信任感， 因为后者不再能够保护他们。 而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美

索不达米亚总督所面对的边疆形势则完全不同， 帝国在多瑙河以北不可能找

到一个像尼西比斯的萨珊帝国边防使那样可以倾听罗马总督抱怨边疆袭掠者

的人。 而西罗马帝国每况愈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莱茵河—多瑙河以北始

终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来约束日耳曼各部落， 从而维持帝国北疆哪怕是最低

限度的秩序和稳定。 对于帝国北疆安全需求来说， 5 世纪中叶阿提拉的匈人帝

国来得太迟， 其昙花一现也使其无法长期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相比之下， 东部帝国则是另一番景象。 尽管东部帝国的中央政府也经

历过不稳定时期， 尤其是在阿卡狄乌斯 （ Arcadius， 395 ～ 408 年）、 利奥一

世 （Leo Ⅰ， 457 ～ 474 年） 和芝诺时期。 但是当西部帝国拉文那政府因为

不断丧失其富庶省份而最终崩溃的时候， 君士坦丁堡的东部帝国皇帝却能

够依靠埃及、 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诸省的财政支持而渡过危机， 而这也是东

部帝国能够持续承受蛮族对其巴尔干诸省的破坏而国本仍在的原因。 在公

元 540 年 （鼠疫和地震爆发） 之前， 东部帝国叙利亚诸行省享受了持续数

十年的和平与经济繁荣， 由此为东部帝国政府提供了充沛的赋税来源。 正

是因为在东方与萨珊帝国保持稳定的和平局面， 东部帝国才有足够的资源

来组建和维持一支常备军， 而这是西帝国无法做到的。 东部边疆的稳定和

财政上的充裕使得东部帝国无须像西部帝国那样只能依靠 “蛮盟” 军队来

延续。
3. “5 世纪和平” 背后罗马波斯双方的战略考量

长久以来， 罗马 - 拜占庭帝国的东方大区军长 （ 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 手上掌握着一支强大的部队。 一旦与波斯爆发战争， 东线战场永

远是东部帝国首要关切的战场。 但我们不应被罗马与波斯双方在公元 416
（417） 年、 420 ～ 422 年以及 440 （441） 年发生的短暂冲突所误导。 在公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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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年的冲突中， 帝国政府向波斯方面表达了极为友善的和解意向。 而在公

元 441 年的冲突中， 双方都无意于升级紧张局势。 耶兹底格德二世在仅仅数

周之后便撤军回国， 双方再次实现和平。 这次冲突与其说是战争， 不如说

是波斯方面的武力示威。 其原因在于萨珊方面认为狄奥多西二世皇帝 （The-
odosius Ⅱ， 408 ～ 450 年） 停止了对波斯支付双方在公元 422 年达成协定中

规定的年金。 而从当时帝国东方军长阿纳托利乌斯 （Anatolius） 给波斯一笔

巨额补偿金换其退兵的行动之迅速来看， 罗马方面未按时履约的确是双方发

生冲突但并未升级为战争的原因。 罗马给波斯支付的 “年金” 其实是一种维

持东方边疆和平局面的 “保护费”， 其功用在于其象征意义而非经济意义。 因

为公元 5 ～ 6 世纪萨珊君主要求罗马支付的年金长期维持在 500 磅黄金的低水

平， 这笔费用在经济上并不会对双方产生太大的实质性影响。 真正令罗马 -
拜占庭皇帝们感到不满的是， 波斯人总是将这笔年金视作罗马屈服于波斯、
成为萨珊帝国朝贡属国 （tributary） 的一种象征。 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罗马 -
拜占庭皇帝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 “年金义务”， 而这是波斯方面非常重视的。

公元 441 年由萨珊帝国方面挑起的冲突对东罗马帝国来说的确出乎意

料， 以至于后者被迫临时取消当时计划对北非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 （ Gai-
seric） 进行的跨海远征。 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萨珊帝国在公元 5 世纪有预谋

地在罗马帝国危急时刻 “落井下石” 发动战争。 其间 （即 5 世纪）， 东部帝

国皇帝至少 8 次以军事手段对付国内僭位者和阿拉里克 （Alaric）、 阿提拉、
盖塞里克这些蛮族势力， 而萨珊方面无一次干涉， 始终保持与罗马的和平

局面。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 公元 484 年东部帝国叛军将领伊鲁斯恳求波斯

国王 （即巴拉什） 支持他推翻芝诺， 却被波斯方面拒绝。 而当萨珊帝国在

中亚与游牧民族鏖战之时， 罗马军队也没有在波斯人背后作梗。 不仅如此，
罗马军队甚至在公元 5 世纪 20 年代加入了波斯对中亚游牧人的战争。 公元

449 年， 反叛耶兹底格德二世的亚美尼亚贵族请求狄奥多西二世出兵援助

时， 后者拒绝参与。 而与此同时波斯人也拒绝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拉兹①人

要求波斯出兵助其反叛罗马的要求。 在公元 467 年， 罗马与波斯关系再次紧

张时， 双方仍然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此后 （东） 罗马帝国似乎还为卑路

38

① 该地在古典时期被称为 “Colchis”， 古代晚期当地的 “ Lazica” 部族崛起， 遂改称为拉齐卡

王国， 是拜占庭帝国在黑海东南岸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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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国王的嚈哒战争提供了财政支持。 即使在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公元 485 年的

危机中， 罗马与波斯双方尽管表现出开战姿态， 但双方也丝毫没有将冲突

升级为战争的意愿。
显然， 以上基于罗马 - 拜占庭皇帝视角对罗马波斯战争能动机制的分

析， 一定会使许多读者在感到茅塞顿开的同时疑窦丛生。 这样的分析框架

是否低估了波斯方面的自主性和行为能力呢？ 这样的理论建构是否存在从

罗马皇帝的单一视角解读罗马与波斯关系带来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 这样

的分析模式是否高估了 （东） 罗马帝国自身的军事实力？ 这样的观点是否

在暗示萨珊帝国有意避战甚至软弱呢？ 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 作为罗马帝

国东方的超级强权， 萨珊帝国对西部和罗马事务的关注远不如其对伊朗高

原腹地和东部边疆的关注。 如果公元 3 ～ 5 世纪的绝大多数萨珊君主始终愿

意与罗马保持和平的话， 其原因也不是他们害怕罗马皇帝的军事实力， 伊

朗高原才是波斯的首要关切， 尤其是对萨珊帝国的那些在伊朗高原有着大

量封地的贵族世家 （vuzurgān①） 而言。 对于萨珊君主来说， 美索不达米亚

地区将是他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但如果他忽视伊朗高原腹地的防务的

话， 波斯各大贵族世家便会群起反对他。 萨珊帝国的贵族世家们希望国王

承担起保卫国土和维护国内和平稳定的重任， 他们对长期在幼发拉底河以

西地区与罗马帝国鏖战缺乏兴趣。 因此， 当 5 ～ 6 世纪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们

由于与波斯保持长期和平而能够抽身专注于帝国西方事务时， 萨珊帝国也

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波斯东部边疆， 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前文， 萨珊

帝国在公元 5 世纪防务重心的东移在同时期萨珊君主对凯扬传统的强调中得

到明显的体现。 不管萨珊君主们在此期间与中亚泛匈游牧部落②作战的原因

是后者对波斯日益加剧的威胁还是萨珊君主们单纯地想以此标榜自己是图

兰的征服者和东伊朗的保卫者， 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但是， 相关史料也指

出卑路斯国王是故意主动寻衅并与嚈哒汗国开战的。 而嚈哒汗国之前一直

是波斯可以信赖的盟友，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公元 3 ～ 4 世纪罗马帝国的 “士

兵皇帝” 们故意发动的 “波斯战争”。

48

①

②

该词来自中波斯语 “vuzurg / wuzurg”， 现代波斯语作 “bozorg”， 本义为 “大”， 引申义为大

家族， 其复数形式为 “vuzurgān”。 ———译者注

中亚冷游牧部落包括前文提到的匈尼特、 嚈哒等古代晚期中亚游牧集团。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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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元六世纪： 罗马波斯和平的破裂及其后果

既然如此， 那么罗马和波斯在公元 502 年重启战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和公元 6 世纪相比， 公元 5 世纪两大帝国绝不缺少危急时刻， 那么问题便是为

何在 6 世纪初萨珊君主卡瓦德一世 （KavadhⅠ， 488 ～ 496， 498 ～ 531 年） 不能

像其前任巴拉什在公元 485 年那样， 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呢？ 正如笔者在近

年来所指出的， 6 世纪初双方重新开战的真正根源来自当时萨珊帝国宫廷内部

派系格局的变化。 在公元 495 年， 萨珊帝国的贵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博

弈： 当时以出身卡纳朗家族①的古什纳斯普达德 （Gushnaspdad） 为代表的一

派支持继续对嚈哒汗国作战， 而国王卡瓦德一世则倾向于以西雅沃什

（Siyavuxsh②） 为代表的联盟派， 而后者主张与嚈哒汗国保持盟友关系。 尽

管我们现在仍然无法理解和国王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这一派贵族势力是否和

当时方兴未艾的马兹达克运动有密切的联系，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卡瓦德一

世就是在公元 496 年被以古什纳斯普达德为首的 （对嚈哒） 主战派贵族联

手推翻的。 经过短暂的内战之后， 卡瓦德一世于公元 498 / 499 年在嚈哒人和

西雅沃什的帮助下回国复位。 随着卡瓦德一世的第二次上台， 古什纳斯普

达德被处死， 而在卡瓦德复位过程中居功至伟的西雅沃什出任帝国大将

军③。 萨珊帝国的外交政策随即迅速调整， 这便导致了与罗马对抗政策的出

台。 如前文， 卡瓦德一世没有忘记公元 484 年 （东） 罗马帝国对波斯采取的

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而现在有嚈哒汗国支持的他觉得是时候教训一下罗马

了。 萨珊帝国军队在这一次与罗马的战争中表现出色。 尤其是公元 502 ～ 503
年， 波斯人连战连捷、 迅速攻下了阿米达④， 并击退了一支大规模罗马援军

的反攻。 此次交锋充分证明了萨珊帝国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因为 19 年前 （公

元 484 年） 卑路斯国王的败死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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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该家族世代镇守萨珊帝国东北边境。 ———译者注

该词即拜占庭史料中的 “Seoses”。 ———译者注

大将军 （arteshtārān sālār） 一职在卡瓦德一世时期出现， “ arteshtār” 本义为 “圣火和秩序

的守护者”， 引申义为军事贵族。 卡瓦德时期以 “ arteshtārān sālār” 替代原来的对应官职

“Erān-spahbed”， 后者在卡瓦德改革之后其职权被一分为四， 分别成为萨珊帝国四大军区

长官。 ———译者注

阿米达 （Amida） 为当时 “罗马美索不达米亚” 行省首府， 如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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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冲突直至公元 506 年双方休战言和方告结束， 但两大帝国曾经的互

信已经荡然无存。 同年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下令在两国边境罗马一侧修建著

名的达拉要塞①， 在罗马人看来， 此后波斯军队犯境的概率将更大。 但卡瓦

德一世对罗马的政策随后又发生了逆转： 公元 525 年， 卡瓦德向时任罗马皇

帝查士丁一世 （Justin Ⅰ， 518 ～ 527 年）② 提议， 希望后者收养自己的王储

和继承人库斯洛 （ Khosrow 或 Chosroes）③ 以确保其能在卡瓦德百年之后顺

利即位。 此次谈判一开始较为顺利， 但后来双方因为库斯洛的身份地位问

题而产生分歧， 罗马 - 拜占庭帝国高层害怕库斯洛被收养会在将来威胁帝

国皇位。 因为两国内部鹰派分子的阻挠， 这一次交涉很快宣告流产。 两国

之间的紧张局势随后在 526 年再次升级为战争， 尽管仍然不清楚这一次战争

是哪方先挑起的。 我们知道的是， 萨珊帝国内部鹰派的代表人物———西雅

沃什在此后不久便被处决， 随后库斯洛王子在以梅赫伯德 （ Mehbod） 为代

表的鸽派贵族的支持下于公元 531 年秋即位为库斯洛一世。 梅赫伯德与西雅

沃什都是之前和罗马谈判库斯洛收养问题的主要参与者， 正是此人将西雅

沃什推翻， 并成为库斯洛一世统治前期的贵族之首 （ Sar Naxveragān④）。 而

数月过后的 532 年初， 库斯洛一世便与罗马签订了所谓的 《永久和平协

定》。 在签订该协定之后的查士丁尼一世看来， 他似乎又恢复了两国在 5 世

纪的长期和平状态， 然而库斯洛一世在公元 540 年便毁约开战打了他一个措

手不及。 此时的库斯洛一世已经处决了鸽派代表梅赫伯德， 重新和国内主

张和罗马开战的鹰派贵族站到一起了。 当两大帝国各自的阿拉伯同盟部落

爆发冲突时， 库斯洛一世便顺水推舟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对罗马的攻击了。
库斯洛一世的战争目的一开始不过是想来一次类似耶兹底格德二世时期那

样的武力示威便见好就收。 但此时查士丁尼一世已经在数年前将其最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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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达拉要塞修建后， 达拉取代之前的阿米达成为罗马东方重镇， 与萨珊帝国的尼西比斯隔界相

望。 ———译者注

查士丁一世是查士丁尼一世的舅舅， 527 年让位于查士丁尼一世。 ———译者注

库斯洛即后来的库斯洛一世， 也译为库思老一世、 库萨和一世、 胡斯洛一世、 科斯洛埃斯

一世。 ———译者注

该词源自帕提亚语的 “naxvadar”， 本义为身居高位的人， 其亚美尼亚语表述为 “ naxarar”，
其中波斯语复数形式即 “naxveragān”。 该词是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时期亚美尼亚世家贵族最

常用的头衔， 在萨珊帝国时期也是重要的官职之一， 并常被同时代拜占庭作家误记为波斯

高官和军事统帅的人名。 “Sar Naxveragān” 本义为 “贵族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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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还是福气？

的部队从东部边疆撤走， 遂使得这一次波斯人的入侵收获甚巨， 其高潮便

是对罗马东方大都会安条克的洗劫。 由于这次入侵的辉煌战果， 查士丁尼

皇帝备感屈辱， 因此他拒绝和波斯重新媾和。 经过公元 502 年和 540 年这两

次毁约事件之后， 在罗马 - 拜占庭帝国内部主张将萨珊波斯人视为不值得

信赖的蛮族人的观点开始取得主导地位。
由于以上因素， 公元 5 世纪罗马与波斯之间的那种和平局面再也不可能

回归。 而公元 602 年后由库斯洛二世 （Khosrow Ⅱ， 590 ～ 628 年） 挑起的战

争则使两大帝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与公元 3 世纪的罗马波斯战争不同，
从公元 611 年萨珊帝国开始决心将罗马 - 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和埃及诸省彻

底征服并付诸实施， 由此直接威胁到了罗马 - 拜占庭帝国的生存安全。 直

到希拉克略皇帝 （Heraclius Ⅰ， 610 ～ 641 年） 采取非对称战术之后， 才扭

转了波斯人狂风暴雨般的进攻态势。 当时罗马 - 拜占庭帝国钱币上的铭文

“DEVS ADIVTA ROMANIS” （愿主佑罗马） 充分说明了当时帝国风雨飘摇

的形势。 直到库斯洛二世被主张与罗马议和转而对抗突厥人 （以保卫波斯

东部） 的国内贵族推翻之后， 希拉克略皇帝才把帝国领土恢复到了战前状

态， 但他苦心经营收复的帝国领土很快又在随后阿拉伯人征服的狂潮中丧

失殆尽。 与此同时， 萨珊帝国在公元 628 年后再次陷入持久的内战， 贵族世

家对萨珊王朝的忠诚在内战中迅速动摇， 萨珊帝国此后的一蹶不振为阿拉

伯人的成功征服铺平了道路。 最终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在公元 540 年后长达

近百年的战争中付出了国运的代价。①

[责任编辑： 张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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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公元 540 年起，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再次开启了长期战争模式， 直到公元 630 年才告结

束， 其双方仅有公元 562 ～ 572 年以及 591 ～ 602 年两次短暂的和平期。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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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 or Bless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ssan Persia and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3rd
and 7th Century

Henning Börm， trans. by Long Pei

  Abstract： The Sassan Persian Empire and the Roman-Byzantine Empire were
the dominant forces in the late ancient world， and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be-
tween the two empires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conflict and compati-
bility.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violent conflicts between Rome and Persia in
mos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peaceful situation between Rome and Persia in the 5th
century AD is more worthy of our reflection and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 the evo-
lution of Roman-Persian relations in the 3rd-7th century， we often ignore the
changes of the domestic power pattern and ruling ideas of both sides， and the lat-
ter is actually the real dominant factor shaping the foreign strategies of Rome and
Persia. From the era of “soldier emperor” in the 3rd century to the era of “court
emperor” in the 5th-6th century， the military strategy and military concept of the
Roman-Byzantine Empire have undergone obvious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the
aristocratic factions within the Sassanian Empire also came to power in turn be-
cause of the periodic transformation of Persia in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lthough the Sassanian Empire had the realis-
tic ability to threaten the Roman-Byzantine Empire’s rule in the East， it could also
share the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Roman-Byzantine Empire in peacetime to
defend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Eurasian prairie and Arab nomads. The rupture of
the Roman-Persian peace in the 6th century was accidental， and the change of the
power pattern within the Sassanian Empire and Persia’s dissatisfaction and chal-
lenge to the ready-mad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Roman-Persian war resumed and escalated and finally got out of control after the
6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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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Sassan Persian Empire； Roman-Byzantine Empire； Military
Concept； Power Pattern

An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in Arab States
Chen Liro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 sovereignty” wa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European nation-states and spread to Arab
world with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 Under the frame of “ one nation and a
company of states” designedly made by colonist， Arab “ subnational states” ，
who have long failed to form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sovereignty and its
practice， had come up with a few rivaling sovereignty ideas. The “ dynasty sov-
ereignty” raised by Hashim family and “ nation sovereignty ” advocated by
Nasser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After a long debates and practices， Westpha-
lia sovereignty became the organizational rule among Arab states. Since Arab
Upheaval， there is a new change on the view of sovereignty in Arab states，
namely， the “ human rights” promoted by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is partially
adopted by them. The primary cause for the different explanation of sovereignty
attributes to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rab state’s formation.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push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f sovereignty is the change
of power， while the new idea of sovereignty proposed by west countries such as
“ human rights above sovereignty” and “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s an impor-
tant factor for the new change of Arab views.

Keywords： Arab States； Westphalia Sovereignty； Region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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